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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nagement moral decision-making mainly focuses on how to make decisions when someone is 
confronted with moral issues of managemen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neural mechanism of management moral 
decision-making and to reveal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of management moral decision-making, in this 
study, we employ self-made materials on moral dilemma of management, used ERPs technology and analyzed 
its time cours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moral decision-making of management induced P260 EEG components. 
Compared to utilitarian moral decision-making, moral decision-making have a longer latency and a larger 
amplitude on stimulus onset which induced P260 EEG components. Findings support Greene’s moral dual-
processing theory. Compared to utilitarian moral decision-making, moral decision-making provoked stronger 
emotional experience. Moral decision-making has more complex brain processing mechanisms and longer 
decision time. Moral decision-making has more complex brain processing mechanisms and longer decision time 
than utilitarian moral decision-making. Provoking emotional experience can encourage individuals to make 
moral deci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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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管理道德决策主要关注个体面对管理中的道德问题是如何进行决策的。为探究管理道德决策的

脑加工机制，揭示管理道德决策的心理机制，本研究通过自编管理道德两难困境，采用 ERPs 技术，分

析管理道德两难困境的 ERPs 时间进程。结果发现，管理道德决策中会产生 P260 脑电成分，道德决策与

不道德决策相比，P260 潜伏期更长，波幅更大。研究结果支持 Greene 等人的道德决策双加工理论；管

理道德决策中道德决策比不道德决策产生更强的情绪体验，脑加工机制也相对更加复杂；不道德决策时

间更短，道德决策时间更长；激发情绪体验能更好地促使个体做出道德决策。

关键词：管理；道德决策；ERPs；神经

收稿日期：2020-09-04；录用日期：2020-09-14；发表日期：2020-10-12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1  引言

道德是维系社会的基础之一，直接影响到个体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如何提高道德水平是道德心理

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我国对管理道德决策的研究起步较晚，而且较为缺乏实证研究［1］，特别

是在神经科学方面，导致管理道德决策理论不够丰富，以休谟为代表的道义主义和康德的功利主义当道。

而心理学的诞生进一步加深了道德的研究，皮亚杰提出了儿童道德发展的三段论，Kohlberg 受其影响，

通过道德两难困境问题的研究提出了道德判断的认知发展理论，其理论强调推理和认知加工在道德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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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作用，认为道德决策的核心是抽象推理能力的高级认知过程，形成了道德决策是一个理性加工的观

念。一直以来理性道德观成为道德研究的方向，而忽视了情绪与情感的作用［2］，道德两难问题决策

中必然存在情绪与认知的相互作用［3］［4］。情绪对道德决策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如果没有情绪那么

也就不存在“道德问题”了［5］，也就是说道德不能独立于情绪产生，道德行为与道德感必然伴随着

情绪体验，因此众多研究人员开始关注情绪对道德决策的影响。

Damasion 对决策的研究发现情绪对决策有重要影响，并提供了神经学的证据。随之情绪在道德

决策中的作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6］［7］［8］。其后 Antonio（1994）对脑损伤的病人进一步

研究发现情绪在道德决策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并推进了道德神经科学的诞生［9］。Blair 等人

研究发现眶额皮层受损（OFC）的个体更容易出现反社会人格障碍，OFC 受损会影响到道德社会化

功能。Haidt 指出个体在做出道德决策时是快速的、肯定的，当问及决策的理由时个体却无法给出答

案［10］，例如当人们听到，“三鹿毒奶粉”的问题时，人们立即意识到这是不道德，不需要严谨

的推论与推理过程［11］。因此 Haidt 认为道德决策是一种无意识的、快速的、自动的过程，进而

提出了社会知觉模型（Social  intuitionist Model，SIM），指出道德决策首先是基于情绪驱动的直觉

加工。Greene 等人（2001）基于 Haidt（2001）的观点采用电车和人行桥道德困境，通过 fMRI 对道

德决策的情绪加工机制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Greene 研究发现，当个体做出功利性决策时反应时间

更久，同时激活了大脑的背外侧前额叶（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DLPFC）和顶下回；当个体

做出道义性决策时反应时较短，同时激活了腹内侧前额叶（VMPFC）、颞叶上回（Gyrus Temporalis 

Superior）和杏仁核（Amygdala）及边缘系统（Limbic  System）［3］［12］［13］［14］。同时

Greene 提出了道德决策双加工模型，道德决策过程中存在两条加工途径，基于情绪的直觉加工系统

和基于认知控制的理性加工系统。前者隶属无意识加工，后者隶属意识加工，这两个加工系统相互

竞合。但 McGuirea 等人对 Greene 研究中的道德困境进行分析，发现其项目区分度不高，因而研究

结果的效度受到了质疑［15］。同时由于 fMRI 时间分辨率的局限性对道德决策时间加工进程揭示受

到限制。由于 ERPs 实验设计的特殊性，Greene 等人编制的道德两难困境范式难以适用于 ERPs 研究。

Sarlo 等人通过修改的研究范式采用 ERPs 技术对道德决策的时间进程进行分析，实验过程中要求被

试不要对道德情景做出反应，等到两个选项都出来的时候再做决策并采集脑电信号，并发现了决策

中产生的 P260 成分［16］，他们认为 P260 与消极情绪加工有关［17］。由于研究范式很难控制被

试在道德情境下再做决策，而且道德情景呈现的时间及决策选项呈现时间也会影响到个体的决策，

Sarlo 的研究并不能完全考查道德判断全过程中的情绪与认知的交互作用。而在商业伦理道德研究领

域中，学者多数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但问卷调查容易受到社会期许性因素影响，采用认知神经科

学技术能克服上述局限性。由于认知神经科学范式特点，采用神经科学技术研究道德决策的神经机制，

能获得更真实、客观、准确的数据，为揭示管理道德决策的心理机制提供适当的方法。本研究通过

精心编制和评估商业道德困境材料，采用二元决策方式，运用 ERPs 技术，通过道德决策重评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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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商业道德决策的时间加工进程，揭示商业道德决策的神经机制，为有效提高道德水平提供理论

依据，发展和丰富道德神经决策研究。

2  方法

2.1  被试

29名某大学管理学院被试，男14名、女15名，平均年龄为22±1.45岁，裸视视力或矫正视力都在1.0

以上，均为右利手，身体健康，无重大头部伤害和精神疾病，实验前未参加过类似实验，并均获得其知

情同意，实验完成后给予少量报酬。

2.2  实验设计与材料

采用 2 决策结果（道德决策 vs. 不道德决策）×4 电极位置（左前脑 vs. 右前脑 vs. 左后脑 vs. 右后脑）

的两因素实验设计。管理道德两难实验材料按照被试的分类，分为道德决策和不道德决策，例如：你是

一个小企业的所有者，目前企业经营困难，入不敷出。你可以将你的个人消费假装是业务消费，从而降

低需要缴纳的税，这样或许企业能起死回生，1000 名员工不会失业。如果选择偷税，为不道德决策，如

果选择不偷税，为道德决策。实验材料通过国内某大学在校本科生及研究生共 123 人，其中男性 52，女

性 71，年龄介于 22-25 岁。被试被随机分为 2 组，每组随机完成 80 个管理道德情境进行评价。评价材

料的难度：非常困难、比较困难、容易、比较容易、非常容易，剔除评分平均分低于或等于 3 的实验材

料 28 条，最后由 3 名心理学教授、2 名管理学教授对剩余题目进行审定，获得 130 道标准化管理道德困

境，字数限制在 78±9 个。

2.3  实验程序

被试距离电脑屏幕大约 80 cm，水平视角约 1.5°，垂直视角大约在 1.5°。实验过程中，trail 随机呈

现给被试。实验分为练习与正式实验部分。实验每 30 trail 被试可选择性休息 2 ～ 5 分钟。被试坐在屏幕

前面，告知被试指导语：“同学您好，欢迎参加本次实验，本研究的内容是关于管理活动中可能出现的

一些问题，面对一系列管理道德困境，请按照你真实的意愿选择。”

每次实验开始前，呈现给被试 2000 ms 的“+”注视点，要求被试注视此“+”，之后随机呈现

600 ～ 800 ms 空屏，后接着呈现一个管理道德困境，看完问题后按任意键进入下一幅屏幕，随后呈现给

被试二元道德选项“1. 做 2. 不”，通过按键选择相应选项。被试按键反应后进入下一个 trial。实验程序

由 E-prime 2.0 编写，自动记录 EEG 脑电数据（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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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管理道德决策实验程序

Figure 1  Experimental Procedures for Managing Ethical Decision-making

2.4  EEG 数据记录与分析

实验仪器美国 Neuroscan 公司生产的事件相关电位设备（ERPs），采用国际 10-20 系统扩展导联的

64 导 EEG 电极帽收集 EEG 数据。离线处理将所有电极的数据与双侧乳突的平均值进行参考，具体是，

在记录中所有电极参考置于左乳突的一只参考电极，离线分析时再次以置于右乳突的有效电极进行再参

考。同时记录垂直眼电（VEOG）和水平眼电（HEOG），分别置于两侧外眦（HEOG）1 cm 处和一只眼

睛的垂直上下 2 cm 处（VEOG）。滤波带宽为 0.05 ～ 100 Hz，AC 采样频率为 500 Hz，头皮电阻小于 5 

KΩ。对数据进行离线分析，并对眼电伪迹进行校准。低波滤波带宽为 20 Hz，自动排出波幅大于 ±80 

μV 的脑电数据。

实验依据刺激呈现时间分段，为刺激前200 ms（基线）到刺激呈现后的600 ms。根据以往的研究［6］

［10］［16］选择 F1，F2，F3，F4，C3，C4、C5、C6，FPz，Fp1，Fp2，Fz 等位置，电极位置作为一

个自变量，并进行电极位置［16］进行 2（不道德决策 vs. 道德决策）×4（左前脑 vs. 右前脑 vs. 左后脑

vs. 右后脑）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道德决策 ERPs 的研究较少，其成分不多，通过总平均图，分析

发现在刺激呈现后的 260 ms 左右，出现一个正向偏移成分分析的成分。Sarlo 在 2012 年的研究中也有发

现此成分，P260 与消极情绪加工有关［16］，研究采用 IBM 公司的 PASW19.0 进行数据统计与分析，F

值采用 Greenhouse-Geisser 修正。

3  结果与分析

3.1  行为结果

合并行为数据。29 名被试去除 4 名伪迹较多被试、去除 6 名选择极端的被试（即 140 次决策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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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以上做出道德决策的数据）最后，有效数据为 19 份。对叠加次数进行统计分析发现，F（1，19）

=0.499，p=0.683，管理不道德奖励为 65.16±1.77。其中不道德决策的次数为 64±11.21，道德性决策的

次数为 73±10.02 次，经卡方检验发现，χ2（1）=1.42，p>0.05 差异不显著。

3.2  ERPs 结果（见图 2）

图 2  管理道德决策 ERPs 总平均图波幅

Figure 2  Management Ethical Decision Making ERPs Total Average Graph Volatility

3.2.1  P260 成分

对P260潜伏期进行道德类型2（道德vs.不道德）×脑电位置4（左前脑vs.右前脑vs.左后脑vs.右后脑）

的双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道德类型主效应显著，F（1，18）=103.425，p<0.000，交互作用显著

F（3，54）=7.378，p<0.001，η2=0.404。由于交互作用显著因此分析简单效应，并进行事后多重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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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NFERRONI）发现左前脑在道德（241.579±2.162 ms）与不道德（260.000±0.985 ms）决策中潜伏

期差异显著 F（3，54）=54.57，p<0.000，右前脑在道德（237.158±1.662 ms）与不道德（247.947±1.294 

ms）决策中潜伏期差异显著 F（3，54）=39.93，p<0.000，左后脑在道德与不道德决策中潜伏期差异不

显著 F（3，54）=1.34，p=0.262，右后脑在道德（236.789±2.750 ms）与不道德（255.947±1.568 ms）

决策中潜伏期差异显著 F（3，54）=33.88，p<0.000。

对 P260 波幅进行道德类型 2（道德 vs. 不道德）× 脑电位置 4（左前脑 vs. 右前脑 vs. 左后脑 vs. 右

后脑）的双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道德类型主效应显著，F（1，18）=27.279，p<0.000，交互作用

显著 F（3，54）=15.524 ，p<0.000，η2=0.410。由于交互作用显著因此分析简单效应并进行事后多重

比较（BONFERRONI）发现，左前脑在道德（5.150±0.737 μV）与不道德（6.405±0.305 μV）决策水

平下差异显著 F（3，54）=12.61，p<0.002，右前脑在道德（3.842±0.253 μV）与不道德（7.518±0.725 

μV）决策水平下差异显著 F（3，54）=20.75，p<0.002，左后脑在道德与不道德决策水平下差异不显著

F（3，54）=0.41，p=0.532，右后脑在道德（3.618±0.187 μV）与不道德（4.882±0.255 μV）决策水平

下差异显著 F（3，54）=18.61，p<0.000。

3.2.2  P3

对P3潜伏期进行道德类型2（道德vs.不道德）×脑电位置4（左前脑vs.右前脑vs.左后脑vs.右后脑）

的双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道德类型主效应不显著，F（1，18）=0.023，p=0.882，交互作用不显著F（3，

54）=0.876，p=0.417。对P3波幅分析发现主效应不显著，F（1，18）=0.246，p=0.626，交互作用显著 F（3，

54）=3.495，p<0.036，η2=0.163。由于交互作用显著因此分析简单效应发现，道德决策在脑电位置上差

异不显著 F（3，54）=1.97，p=0.129，不道德决策在脑电位置上显著 F（3，54）=5.97，p<0.001。进行

事后多重比较（BONFERRONI）发现，左前脑上道德决策（7.122±0.432 μV）与不道德决策（6.292±0.164 

μV）差异显著 F（3，54）=20.52，p<0.000，其他差异不显著。

3.2.3  LPC

选取 350 ～ 650 ms 时间窗作为 LPC，进行道德类型 2（道德 vs. 不道德）× 脑电位置 4（左前脑

vs. 右前脑 vs. 左后脑 vs. 右后脑）的双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道德类型主效应显著，F（1，18）

=12.776，p<0.002，电极位置主效应不显著，交互作用显著 F（3，54）=7.206，p<0.000，η2=0.268 。由

于交互作用显著因此分析简单效应发现，道德决策在脑电位置上差异显著 F（3，54）=20.17，p<0.000，

不道德决策在脑电位置上差异显著 F（3，54）=8.79，p<0.000，进行事后多重比较（BONFERRONI）

发现右前脑道德（4.461±0.146 μV）与不道德决策（4.339±0.124 μV）差异显著 F（3，54）=29.84，

p<0.000，左后脑道德（3.662±0.199 μV）与不道德决策（3.065±0.148 μV）差异显著 F（3，54）

=5.70，p<0.028，其他差异不显著。

4  讨论

Haidt（2007，2008）的情绪—认知整合理论认为，道德决策中情绪驱动加工影响较大，情绪的影响

贯穿于整个管理道德决策过程中，对后期的认知加工过程有重要影响。管理不道德情境下诱发了更大的

P2 成分，P2 对负性情绪更加敏感，其反映了负性情绪自动加工的现象［18］，负性情绪诱发了更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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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幅及更短的潜伏期。本实验中个体做出管理不道德决策时，诱发了更大的 P2 波幅。在认知资源紧张

过程中，负性情绪总会得到优先加工。个体选择管理不道德行为产生的负性情绪更强烈，个体面对利己

与利他决策时，做出利己决策会产生更加负性情绪体验，诱发的负性情绪属于焦虑、紧张、厌恶等消极

情绪，个体为减少焦虑、紧张等负性情绪，就更乐意做出道德决策，这也是维系社会发展的重要功能之一。

虽然个体做出了道德的选择，也会产生由于潜在的损失导致的消极情绪体验（例如难过、愤怒）。同时

会产生认知冲突，冲突情景引起 ACC 反应，进而产生更大的负向偏移。在刺激呈现后的 350 ms 左右出

现了一个 P3 成分，P3 成分是情绪加工的评价指标与认知资源使用的指标之一，有研究发现正负情绪都

会诱发 P3，但是负性情绪诱发的 P3 相对更强烈［19］，本研究发现个体 P3 潜伏期并无差异，但是其波

幅在管理道德与不道德之间比较，管理不道德行为诱发出更大成分的 P3 波幅，表明其负性情绪激活程

度更大［13］。

Greene 的道德决策双加工理论认为，个体做出道德决策时受到两个系统调节，一个是基于情绪的

直觉加工系统，另一个是基于认知控制的理性加工系统，这两个系统是竞争的关系，隶属并行加工。

Greene 等人发现，当个体做出功利性决策时，时间更久一些。研究发现当人们面对管理道德问题时，其

P260 的潜伏期更短，也即是说，当做出一个道德的选择时思考的时间可能会更久。出现上述现象可能存

在以下几个原因：（1）由于 Greene 采用 fMRI，其时间分辨率较低，无法精确分析时间加工进程，进而

无法通过准确的时间控制反映出道德决策时间进程。（2）研究材料与 Greene 存在差别，从研究的内容

上相比，管理道德困境，Greene 等人研究的极端道德困境。由于 Greene 道德困境的极端性，激活的情绪

体验会更多，由于情绪的强烈影响作用导致基于理性的认知加工受到影响［20］。（3）出现潜伏期更

久的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由于个体在面对道德困境时出现了“道德挣扎（Moral Struggle）”［21］现象，

由于情绪的作用影响了 P260 成分波峰。P260 波幅差异主要出现在左前脑，对 LPC 分析发现，其后道德

决策的 LPC 更正，而主要差异集中在左前脑位置可能与额叶有关。额叶是高级认知和情绪加工区域，对

脑部位置分区研究发现，当个体做出不道德决策时，引发的波幅更小［22］。道德决策时左前脑激活程

度更明显，说明情绪激活程度相对较高，有研究发现 P260 这一指标的波幅越大其消极情绪相对激活的

越强烈。而且左前脑相对激活的程度也会更大，但是，由于情绪的影响，个体做出决策时 P260 的潜伏

期和波幅受到了影响。其次，道德双加工理论认为，道德决策激活的区域会更加复杂，通过上述分析，

管理道德决策中P260的波幅更大，LPC也更正，其脑加工机制相对更加复杂，这与道德双加工理论相吻合。

因此激发情绪体验能更好的促使个体做出道德决策，那么通过道德情感教育对提高管理人员的道德水平

不失为一种好的办法。

通过研究个体在面对管理道德困境时的脑电变化发现：（1）管理道德决策受到情绪加工的控制，

符合道德决策双加工理论。（2）道德决策比不道德决策产生更强的情绪体验，脑加工机制也相对更加复杂。

虽然，本研究对管理道德决策进行了研究，但是同样存在很多不足。首先，管理道德决策中直觉系统和

认知控制系统是否是此消彼长的竞争关系，本研究还较难判断，后期的研究可通过情绪诱发 / 抑制和认

知负荷分别控制直觉系统与认知系统进行辨析。其次，虽研究材料选取标准严格，被试也尽量采用管理

学院学生，且伦理研究中学生被试与管理被试的结果不会有很大偏差［23］，但被试仍然不是真正的管

理者，生态效度依然受到影响。最后，实验流程中，个体可能在阅读材料的过程中已经做出判断，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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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道德选择中仅仅是重新评价，其加工程度不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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